
“文学城市”精神疏辨
李丹梦

一、重溯《海上花列传》

中国新文学里的“城市”是个与“乡土”
相对的概念。马克思曾把城市与乡村的分离
视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
工”，“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
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

融合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

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①这在国人的记忆与
经验中并不明晰，物质、精神、野蛮、文明等字
眼，着实抽象渺远了些。城市被新文学觉知，
是从切身、具体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开始的。
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例，一部由几十
场宴会支撑、结构的“长篇”②作品。到处灯
红酒绿、管弦嘈杂。场景频繁变换，人物进进
出出，作者却懒得交待其身世背景，顾自叙说

下去。而初读者常觉一头雾水，非待对陌生
变动的面孔好奇敏感不适的神经渐渐麻木

了，罕能进入《海上花列传》的世界。而这岂
非城市的特质? 为完成某件事、实现某个明
确的目的，人物集结聚会，事散人散，实无必

要了解对方来历或费神记住其面目。
偶尔，会不自主地怀恋起老套的章回体，

后者在人物出场之际总要介绍铺垫下，这不

仅是为了阅读者的便利，或遵循章回叙事的

成规，恐怕亦有乡土礼俗惯性的潜在作用。
按费孝通的说法: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
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③那里的人们
天然倾向构建“熟悉”的环境氛围。或许可
以把章回体中对人物的详细介绍与乡里人见

面时疏而不漏的“唠家常”叠合起来观察体
会: 后者作为农耕社会的交际原则或礼仪，并

非要触犯你的隐私，而是想经营一种“有机
的团结”，让彼此摩挲浸润在“熟悉”里。以
此看《海上花列传》，在抽离了土地的人群组
合、交往中，能依稀触到城市现实、物质的身
体( 连同它的力学基础与原则) ，而叙述人处

变不惊、流畅故我的笔墨口吻表明，这似乎已
是个老到的城里人了。
范伯群、栾梅健曾主张将《海上花列传》

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标志，且不论这

“源点”是否精确，但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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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第 56 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
鲁迅曾说《海上花列传》不像长篇，其“略如《儒林外
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行来，事与其
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

锦，合为帖子。”见《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264、221 页，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 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密切相关，却毋庸置疑。某种程度上，可以把
《海上花列传》与后来城市书写中常见的漫
游者、流浪者视角、对当下的耽溺、欲望的张
扬及人心隔膜的主题勾连起来。我无意索点
家谱或排列座次，只想探讨文学城市①的特

性。不少学者慨叹新文学史上甚少标准、典
型的城市文学，大部分作品中的城市仅是一

个相关元素或背景，正面拥抱城市或与之

“构成内在关联”的文本难得一见。“城市文
学不可能有其完整的自身……我们越是接近
它，它越是像他者的幽灵。”②这话似是而非:
什么是城市文学的典型? 如何才称得上与城

市“构成内在关联”? 何谓城市“完整的自
身”? 像一九九○年代邱华栋、张生那样把
故事落脚在城市、且遍布城市真实地名的作
品，算是力图贴近城市完整自身、与之“构成
内在关联”的作品吗? “他者”的逻辑究竟怎
样?

此处涉及实存的城市与书写、叙述之城
的区别。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与呈现，建立在
大量的城市意识与城市知识上。倘若承认文
学城市系个体想像突围上述意识与知识的结

果，那么所有涉及城市的作品，不管是以其作

背景还是所谓正面叙写的，都属于内在的牵

连( 在想象的运作中) 。不仅如此，在我看
来，人与环境的疏离( 即城市沦为相关物) 恰

恰是文学城市的关键特性。它是离家的文
学，出离土地的文学，孤独个体的文学。在乡
土社会，土地之于人，绝非单纯的开掘、耕作
对象，它是老伴、盼头、信仰。至今在新疆、青
海等地仍保留着这样的风俗: 每到作物孕育

开花之际，农民就带着妻子在田头做爱，他们

相信此举能促进土地的成熟与丰收。事例虽
殊，但原理相通。土地在乡土社会乃是一个
可通感交流的灵性同类，它会妒忌会冲动; 土

地与栖居守护其上的以家庭、乡族为单位的
人群构成了具有融汇的爱之意味的整体。而
城市与人却没有这种牵系。为什么城市的书

写总是趋于破碎? 为什么城市老是沦为背景

或相关物? 理由很简单: 这里不是家，不是

“我”的土地。日渐繁琐的职业分工更加剧
了人与城市整体( 包括风景与他人) 的隔膜。
用殷慧芬的话来说: “我们很少把自己看作
城市的主人。我们永远认同自己的籍贯，尽
管城市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载体。”③

像邱华栋、张生那样对城市地名张口即
来的书写也仅是个变相的城市漫游者行为，

叙述人愈是频繁地列举地名、愈是要显得熟
稔自得，愈是暴露了身为外来者的他与城市

的疏离，那不无好奇、批判钻研的观看便是疏
离的标志。这种书写逻辑通用于革命文学、
左翼文学及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描绘。也许
只有在类似消费欲望的支使下，人才能与城

市达成亲密无间的内在关联: 如棉棉笔下的

南方城市、卫慧笔下的上海。城市于此难得
当了回主角，而它们与其说是城市正面完整

的身相，不如说是自我欲望的怒放，系自恋式

的沉迷与铺张。“我爱上海，上海是母的。”④

棉棉一句话戳穿了其中的机关与谜底。
通观新文学的历程，文学城市每每与现

代派或现代主义纠葛一道，如一九三○年代
的新感觉派、一九八○年代刘索拉的《你别
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这并
不意味着城市系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意识的

“副产品”，恰恰相反，文学城市的精神实质
就是现代逻辑本身。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
人从土地、自然中的剥落。和谐共生、敬畏神
圣的存世之道崩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主

客分离基础上的疑虑戒备、物化计量、探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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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文所说的“文学城市”，与“城市文学”或“城市题材”有
关，但并非同义语。“文学城市”着重探讨关于城市的文
学想像与叙述: 包括想像基础、叙述构型、历史流脉以及此
间流露出的主体认同与形象变迁。
陈晓明:《城市文学: 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殷慧芬:《面对城市》，《小说月报》1996 年第 1 期。
何平:《上海的女性表达》，《三联生活周刊》2002 年 12 期。



服的姿态; 二是现代个我的放逐与重构实践。
就此而言，《海上花列传》里的赵朴斋①与高
家林实为同一谱系的人物。而本来大多从政
治偏执、集权强迫角度理解的“文革”时期
“三突出”的文艺原则亦跟文学城市里现代
个我出离环境的“触目”式经营策略呈现出
微妙惊讶的暗合，甚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城市”的分裂

冯友兰在《新事论》中对城乡概念有番
著名的考辨，他说: “中国自周秦以来，对于
四周别底民族，向来是处于城里人的地位

……所谓夷夏之别，有殊与共的两个方面。
就殊的方面说，夷夏之别，即是中国人与别底

民族之别。就共的方面说……即是城里人与
乡下人之别。在清末以前之历史中，我们所
见之城里人即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唯一底
城里人。”这种情况到清末突变。产业革命
让西方舍弃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行以

社会为本位的经济制度。结果使“乡下靠城
里，使东方靠西方”。保持了一二千年城里
人资格的中国人此时忽然沦为乡下人了，这

实在是“空前底挫折与耻辱”。②

冯氏将城乡关联与中西冲突视作互文映

射的结构，确为不群之见。没有中西，何来城
乡? 这话不是就实际的城市来说的，它指向

城市凸显的思维逻辑。必须注意，中国人长
期自恃的“城里人”实不同于目下所讲的“城
市人”。“城里人”的判定，主要建立在儒家
文化的优越与自信上( 这也是自古以来区分

夷夏的准则) ，而“城市人”则强调以雄厚的
经济实力为据。由此可见，“城里人”的沦落
亦是文化的沦落; 从理所当然的“城里人”到
追求“城市”的“乡下人”，实为价值体系更弦
易辙的讯号: 从德性伦理优先的儒家文化转

向注重经济、讲求效能的功利主义。这跟列
文森的观点———现代中国的演进乃是一个文

化衰、国家兴的过程———不谋而合③。冯友
兰认为，中国人若想成为“城市人”，除了补
产业革命的课外，别无他途。此观念在当时
不无代表性，它亦构成了文学城市的重要想

象原则。
城乡间的经济差异虽然在中国早已是经

验的事实，但把这种差异放大到难以忍受、以
至城乡日益坐实为具有明晰边界的对立场

域，实要归于中西冲突的刺激所致。在城市
的概念与描述里，凝聚着国人对以西方为参

照的现代身份、形象的憧憬与设计。以此打
量新文学中的城市，那就不单是题材、地方性
或叙事空间拓展方面的问题了，它预示中国

文学已进入一种新的生态结构。质言之，文
学城市的核心，乃是一个文学史( 观) 或现代

认同的理论概念。
把城市与现代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是

文学城市诞生时一种常见的思维模式。如果
说“乡土 －中国”的认知模型代表着中国的
传统、过去，那么“城市 －中国”的叙述构型
则指向中国的未来。这在一九三○年代以茅
盾领衔的左翼小说里表现得很充分，《子夜》
中的上海是典型的中国转喻。小说对上海的
想象并非基于地方经验，而是强悍的现代国

家知识与设计理念。乍看去，《子夜》就像一
幅宏伟壮观的上海全息图，但那不过是整体

的拼贴幻象。这里的上海罹患着严重的分裂
症，其内部空间是互不通融、此消彼长的。既
有奢侈的吴公馆，又有贫穷的工人居住区;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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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斋进城访舅、流落青楼的故事系《海上花列传》一书
的隐约线索，纷繁缭乱的宴会交际叙事肆意截断或插入到

赵朴斋的故事中。正是在对赵朴斋所代表的土地文化、血
缘关系的嗤鼻遗忘上，韩邦庆打造了他的城市美学规范。
赵朴斋后来与舅舅断绝来往( 确切说是后者不再接济他

了) ，而普斋的妹妹二宝进城寻兄，最终亦堕为青楼女子。
冯友兰:《冯友兰文集》( 第四卷) ，第 167 － 169 页，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 84、85 页，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列文森的原话如下:“当近代中
国人被迫求助于外国的‘道’时，将国家置于文化即‘天
下’之上，也就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



有象征公债交易畸形繁荣、人头攒动的交易
所，亦有亮着惨黄灯光、隐喻民族工业衰败的
裕华丝厂。空间的物质外观与人物的身份、
阶层及精神相互映照。这种空间的对峙与细
分化，流露出甄别计较的科学精神与讲求进

化的时间强迫症兆，它成为作者探索中国前

途或现代演进( 史) 的宏观道具。所谓相由
心生，城市的呈现亦不例外。质言之，系对立
发展的进化精神与历史焦虑创生了上海的分

裂图。其具体逻辑如下: 空间( 对应着具体
的人群、阶级身份) 在经历彼此的冲撞克服
覆盖后，其留存胜利者，便是中国现代的进路

所在。这种时空的辐辏、渗透与转化，系理解
《子夜》中上海精神及抱负的关键。茅盾试
图把上海所代表的工业化道路( 一种世界性

的带有普遍意味的现代逻辑) 与无产阶级应

运凸显的中国革命诉求融合起来; 无产阶级

应当成为辐射整个上海空间的主人，而不仅

是龟缩在狭隘工人区的瘪三暴动者。但这点
做得显然并不成功①。
从建立在儒家之道上的浑然一统的“天

下 －中国”，一变为“乡土 －中国”与“城市 －
中国”的结构性冲突，进而至城市空间 /群体
身份的细分对垒———这大体可视为传统中国
自我革除、提萃、进化的空间象征模型。空间
的裂变跟( 预想里) 现代中国面目的日渐清

晰有关: 诸如它的运作逻辑、权力分配、统治
性质，个体与中国的关系、个体在中国的地位
等。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定，也由此显现出来。
这是个奇妙的身份: 它不单涉及未来中国的

政权性质，亦跟自我利益攸关: 既是无产者，

又是未来中国的统治者。还有比这更动人心
弦的么? 城市绝非现代的终点，只要甄别筛

检的现代革命神经尚在，便会发现“城”中还
有“乡”( 如上海的“下只角”) ，“城中城”里
亦复有“乡”，仍要不断剔除克服下去……由
于空间的冲突与人心、人际的交迫逼促互为
表里，这足以印证马歇尔·伯曼的话: 成为现

代的，意味着永恒的分裂，“一种革故鼎新的
自毁”。
然而吊诡的是，如是革“乡”的结果却是

“乡土”精神的幽灵复现。在《子夜》的文学
上海里没有完成的现代国家设计———即由无
产阶级来掌控城市，借助“农村包围城市”的
军事行动实现了。后者让人想起中国历来改
朝换代中起决定作用的农民革命，而无产阶

级亦像从革命废墟中冒出的农民大军———这
到底是革命的对象还是硕果? 他们顶着现代

徽章与头衔向城市卷土重来。一切似乎又斗
转星移到了“天下 －中国”里城市与乡土初
显对立的时空，仿佛根本没有经历多重“文
学城市”的空间裂变、逻辑推衍，后者仅为知
识者纸上谈兵的现代想象。我们还是那个眺
望城市的乡巴佬，仍要靠祖传的家法———农
民革命来进驻城市，统一中国。
“乡土”对于“城市”的真正文化追讨与
改造，体现在十七年文学的城市书写里，如

《上海的早晨》、《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
要忘记》等等，城市在此被当作无产阶级的
胜利据点与现代化的工具来设置处理。这跟
一九三○年代左翼小说中“城市 －国家”的
设计理念形成了呼应之势，但后来者的态度

更单一强硬。作为“乡土”代表的无产阶级，
他们对于城市的打量，执著在其工业化资源

与潜力上，颇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气
概: 现代中国总不能落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

窠臼里。这导致了十七年文学里工业题材的
大量繁殖。相对棉棉说的“母性城市”，此处
的文学城市是中性、灰色的。其间是否存在
乡土社会对于世界惯常采取的“熟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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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茅盾对无产阶级既不了解，也无甚好感。他出于道义与历
史责任刻画的产业工人在丰满度和给人留下的印象方面，

跟吴荪甫乃至张素素之类的小资形象相去甚远。他们是
《子夜》最薄弱、差劲的部分。茅盾无法让产业工人成为
充斥着“色彩与声浪”的上海的主人，他们充当了硬性插
入的前探历史的坐标。其文学效果的说服力与其预示和
要抵达的未来方向的正当性，不能匹配。



文化记忆与组织裁剪: 唯其要经营熟悉团结

的氛围，才警惕、排斥城市的差异性多面性?
不管怎样，虽然上述书写存在着对实际城市

的阉割与遮蔽，但就人与环境之间隔膜、对
待、利用的关系而言，这实未越出文学城市的
书写轨范，毋宁说它是一种朝政治化方向发

展的文学城市的加强升级版。
可补充的是，这种叙述逻辑迄今仍未断

绝，一九九○年代以来大量涌现的城市底层
文学便是其存留的明证。在对底层人群的分
类设置、价值评判中，尤其是在对人性恶的想
像性涂抹里，不难感觉到昔日左翼与十七年

文学城市的思维余绪，恍然间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血脉贲张、阶级对垒、对错分明的革命年
代。我们在“打倒”声中奋进突围，多么确凿
的正义，多么自主的充实。由此，城市再次成
了一个容易把握的“整体”，世界也趋向澄
明。然而，这不过是幻觉，犹如一场剪辑拼贴
的历史卡拉 OK: 一段被抹去歌词、背景的革
命乐曲、左翼节奏，配一群当下各怀心事策略
的底层文学歌者……

有个疑问: 既说文学城市的本质在于孤

独个体的凸显，如何它又与国家、阶级扯上了
干系? 我以为，从土地文化中游离出的流浪

个体，在走向制度性的国家想象中，浪漫的情

愫与思维发挥了甚为关键的牵系粘合作用。
这点往往被人忽略，我们宁愿从理性道义责

任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关联，可实际并非如

此，郭沫若便是证明。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
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
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
了!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
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
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这是郭氏《女神》集里《笔立山头展望》
中的诗句，一曲热烈的城市讴歌。其中的景
象意趣跟《子夜》里吴荪甫在上海的新实业
梦想颇为投契:“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
烟; 轮船乘风破浪，汽车驶过原野……”①二
者均把城市视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并让它充

当了中国产业化实践的缩影与载体。
《女神》是极度浪漫主观的诗作，“歌唱
自我”成为其贯穿始终的主题。然而又是这
部作品，被周扬称为“新中国的预言诗”。不
仅如此，在《女神·序诗》中，还明确出现了
“无产阶级”的字眼。张扬任性的自我如何
与国家、阶级组织起来?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
把“国家”视为个体表达或自我言说中的一
个新词汇，二者如何衔接的答案即隐藏在

《女神》的抒情语法中，《天狗》是极好的范
例: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
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星球来吞
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

切星球底光，/我是 X 光线底光，/我是
全宇宙底 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

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
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食
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
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对“我”( 即天狗) 的描绘咏唱，相当部分
驰骋在大的意象上: 如日、月、星球、大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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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茅盾:《茅盾选集》( 上) ，第 221 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
社，2003。



这一面是在极力表白自我的深广内涵与精神

容量:“我”拥有强大的吸附吞噬消化力( 像
“国家”、“阶级”类的“小菜”，应不在话下) ，
一个雄视宇宙、不无狂妄的形象; 另一面亦折
射出价值的匮乏与焦灼，“光”与“电气”之类
的意象，多少泄露了内部的缥缈不足。“我
啮我的心肝”，“我”在自己的神经骨髓脑筋
上飞跑，这既非自虐，也非自省，而是源于价

值的寻找与自我的渴求。正因为有强烈的自
我表现欲，又难以找到挂靠伸张自我的价值

抓手与凭借，所以才会狂叫飞奔和燃烧。
《天狗》读到后来，脑中仅剩两个字: “吞”与
“跑”，至于吞的对象和跑的路线，则相对盲
目。此系情绪对物的追寻、占有与把握，一种
典型的浪漫认知。“中国”与个体的相遇结
合，“城市 －国家”叙述范式的形成，很大程
度上得力于这种自我扩张、罗曼蒂克的抒情
语法。
由是亦可明白，为什么高举浪漫旗帜、侧

重个性自由的创造社，会成为第一个从倡导

文学革命转向“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
文学的团体。抛开诗学的认知，从世间法的
角度看，再没有比国家的支持、结合更能彰显
个体的触目与完整，等级与权威了，这才是

“气吞日月”的人间活法吧? 鲁迅曾说，中国
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
大”，此依附性人格跟中国社会封建专制的
漫长压抑熏陶有关。话说回来，在一个缺乏
信仰与形而上追求的国度，权力崇拜、集权专
制也自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它在压抑人性

的同时，亦能神奇迅速地安顿整饬心灵，带来

自信盼头与念想。躁动的青春，呼啸的匮乏、
真诚的渴望，是最适于播撒生长专制的种子

的。创造社不就是主动自发地冲向集权国家
式的认同抒情体制了么? 从结果外观上看，

这究竟是落入了传统的陷阱魔咒，还是现代

“乾坤大挪移”的杰作? 除了创造社，以蒋光
慈为代表的“革命 + 恋爱”式的“城市 － 国

家”书写亦可如是观之: 那自我牺牲、英雄主
义的个体陶醉与歆享，是蒋光慈策力于国家

想象与认同的最大报偿。
概而言之，在生成层面上，“城市 － 国

家”的叙述亦属于个我欲望的表达，多少掺
杂着实利主义。它跟一九九○年代以来对城
市的消费性书写、日常化书写并无质的差异，
但总觉得后二者似乎更真实、自我些。之所
以产生如是参差，跟“城市 －国家”叙述范型
或认同机制的日趋僵化有关。郭沫若后来公
开声称要做“标语人”、“口号人”，便是僵化
的证明。此举跟他《女神》时期无所顾忌、天
狗咆哮式的自我歌唱相比，不啻天渊之别!

人被自己欲望的创造物———现代中国———囚
禁控制，以致不得不通过发展别的欲望来平

衡弥合自我，重新赎回自我，这构成了新时期

以来文学城市想象的动力来源。只是愈到后
来它的激发效力愈弱，以致我们几乎忘了它

的存在与“出处”。

三、“个体城市”

一九八三年一月，陆文夫的《美食家》在
《收获》上推出，这在文学城市的书写上可谓
“转型的界碑”。朱自治是苏州城内不折不
扣的吃货一枚，他的存在，昭示了长期为“城
市 －国家”禁锢压抑的人的本能欲望的“复
苏”与“归来”。在陆文夫笔下，苏州的城市
活力与魅力，建立在个体对自我欲望的凝视

发露上，这亦是叙事人“我”( 即高小庭) 与朱
自治的关系实质。朱不仅是“我”的亲戚，更
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如此方能理解小说
结尾的痛楚告白: “四十年来他是一个吃的
化身，像妖魔似的缠着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

路……”从个性丰满复杂的角度看，朱自治
的塑造似乎失于扁平，然而就反拨“城市 －
国家”、伸张自我价值而言，却愈是简单纯粹
愈好。符号化的朱自治，就像破空而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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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自我追讨与嘶鸣: “我要吃! 吃无罪! 欲
望无罪!”阶级身份的对垒( 对应着城市空间
的分裂) 在吃的本能上瓦解弥合了: 高小庭

发现“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毫
无区别! 资本家说清炒虾仁比白菜肉丝好

吃，无产阶级也跟着点头。”我们由此仿佛看
到了个体脱离阶级国家、自治自由的前
景———“朱自治”名字的寄寓内涵就在于此
吧?

小说中有个饶有意味的细节: 饭店为恢

复苏州菜的特色，请老吃客朱自治来“传
经”，孰料他老是跑题: 哪一年和哪几个人去
游石湖，吃了顿船菜如何精美; 哪年重阳节吃

螃蟹，光是剔螃蟹的工具便有几十件，都是银

子做的……在他东拉西扯的叙述中，一幅个
体城市的画卷徐徐展开: 由吃延及聚会，同时

牵带出地点景致风物。如果说聚会指向城市
的人际关系，那么地点等则涉及对城市空间

的选择编排。它们以朱自治特异发达的味觉
为触发点，潜入幽深片段零落的个体记忆。
后来文学城市构思里频频倚重的“日常生
活”，在朱自治的跑题里亦显山露水。这种
原子似的个体城市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城

市的主体，一群从中国现代历史中脱轨的

“城市”。
在个体城市的想象铺陈中，建立在女性

身份自觉上的“女性城市”尤为触目，它是如
何产生的? 徐坤《狗日的足球》透露了其中
的脉络。故事发生在一九九六年，马拉多纳
率领的博卡青年队要来北京跟国安队踢场友

谊赛，这在全国刮起了一股足球旋风。原本
球盲的柳莺，在旋风的裹挟里迅速成长为准

球迷。她认定足球是男人的世界语，要被他
们接纳兼容，不懂球不行。柳莺到工体馆现
场看球，发觉渴盼已久的偶像崇拜仪式已被

大众想要急切宣泄自身的欲望所代替，马拉

多纳只是一个仪式的口实与衬景。她跟几万
人一道摇旗呐喊，孰料铺天盖地的喊叫中猛

然爆出大量污损女性身体的脏口粗话。羞辱
难耐的她欲以骂声回击，却找不到自己的语

言，好不容易迸出一声“狗日的”，仍瓜葛着
对阳具的恋慕……
与陈丹燕、素素、程乃珊等着力于描写酝

酿煽情的城市笔调不同，《狗日的足球》写得
凌厉畅快。柳莺女性身份意识的自觉经历了
三个认同阶段: 爱国—迷球—珍视自我，每一
段都是对前一段的反拨或细分。“爱国”一
段似乎并不分明，但从全民高度一致的以观

球来释放自我的集体行动中，不难感觉以往

涵盖一切的“中国”压抑。用柳莺男友的话
说:“咱当回球迷容易吗?”同样迷球，吸引柳
莺的不是通常所谓的力度速度配合，她是出

于女性对弱者的怜悯才爱上足球的。这种欣
赏口味导致了她在球场上的不适与愤怒，女

性意识与女性城市，即在愤怒的咀嚼里现身

显形。换言之，女性城市的书写，来自对公共
的体制化认同机制、欣赏口味的离析或细分，
这跟朱自治经由味觉触发而陷入的个体城市

书写在原理上并无二致。
俗语说，饱暖生淫欲。倘若抛却其中的

道德针砭，把淫欲理解为宽泛的执著于自身

权力尊卑快感的反应思维，这话亦可用来描

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城市，一种和平语境下

的自我策动与想象。除《狗日的足球》外，女
性城市的代表作的还有陈染的《私人生活》、
海男的《我们都是泥做的》、林白的《一个人
的战争》等。它们不约而同地退归女性的身
体经验以发掘自身的话语，其中显现的城市

由女性 /男性、私人 /社会、个人 /集体、自由 /
道德等诸多对立空间拼贴而成。一种“性而
上”的坚执与迷失。
从女性话语的开掘、女性主体张扬的角

度考察，棉棉、卫慧及张悦然的部分城市书写
与徐坤等的写作可谓一脉相承，但是后者作

品里隐含的历史负荷与反抗( 主要指向“中
国”的记忆与男权中心文化的压抑) 在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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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已甚为微弱。历史纵深感的缺失是棉棉
等人城市书写的最大问题。人的本性是不喜
欢压力负荷的，但压力的缺失亦带来了意义

的困惑与个我建构的疲惫。以此看棉棉笔下
那些诸如暴力、吸毒等的过激细节，也就不单
纯是为了追求刺激或迎合消费文化，其中蓄

含着自我历史化的渴望与努力。过激细节，
是主体试图置身于历史压力环境的想象性替

代。
除了自我的张扬之外，新时期以来个体

城市的构思更倾向于把自我安顿于日常生活

中: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刘震云、池莉、芳
芳为代表的新写实的城市书写，都属于这一

类型。学界对日常生活谈论得很多，如世俗
理性、日常时间的特质、日常化审美等，但那
很少有人从城市精神变迁的维度来考察它。
前文已述: 文学城市的诞生，意味着人与环境

的疏离，它是离家的文学、出离土地的文学。
就此而言，日常生活的出现，不啻为文学城市

向自己出生地的一次“回眸致意”。在日常
生活的经营中，个体试图弥合自我与环境的

距离，创造一种圆融温馨的氛围。质言之，日
常生活的实质是要把城市当成家来组织营

构，一种回归田园、土地的潜在冲动。这从王

琦瑶的生活轨迹可以体会到: 王从上海小姐

的繁华舞台上退隐，从轰轰烈烈的历史中抽

身后撤，一直撤到逼仄却充满油烟气的平安

里。其人生的整体走向与趋势就像一则华丽
的人类回归母体子宫的寓言。平安里，这名
字多像家的呼唤! 而王琦瑶正是在此开启了

她真正的居家传奇，在现代飘摇变换的景衬

里。
孙甘露曾说: “上海也是某种意义上的

乡村。”①但谁知道“某种意义”的字面下隔
着多少山山水水! 其实，在陈染等对女性身

体经验的发掘诉说中亦含有把自我与( 城

市) 环境拉近的意思( 一种贴肤的亲切坦

诚) ，却终因自我性别意识过于强大而作罢。
城市，真有回家的一天吗?

【作者简介】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 责任编辑 韩春燕)

① 《孙甘露谈“城市文学”》，《东方早报》2009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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